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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农民工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抗争行为不断增长，他们

或者采取体制内投诉的方式，或者采取体制外集体行动的方式，但也有相当

一些农民工保持沉默。本文试图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在利益抗争方式

上的选择。从整体上讲，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的认知水平、社会

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是在投诉和集体

行动的方式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的影

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但企业所有制对减少农民

工在企业外部展开利益抗争，或者引导农民工用体制内方式解决利益纠纷问

题上没有显著性影响。加快劳工组织建设，降低利益诉求成本，推进劳资关

系的制度化，是提高农民工利益博弈能力、增加利益抗争的理性化程度、将

利益抗争行为纳入制度表达内的前提。 

关键词：利益受损农民工②  利益抗争  投诉  集体行动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市场转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社会结构的分化和

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更趋显著，一系列以

维权为目标的利益抗争行为频繁发生。例如，针对农村基层管理，农

民为了争取土地权益和集体利益展开的抗争；针对城市小区开发和管

理，城市居民为了争取物权和公共产品供给展开的抗争；针对企业转

型，国有企业工人为了劳动保障权益展开的抗争；针对资本，农民工

                                                        
① 本研究得到（00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和中 
  山 大学 985 项目经费资助。 
② “利益受损”在本文中是农民工在打工期间，在企业遭受的工资待遇、劳动保护等方面的利益侵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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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基本的劳动权益展开的抗争（刘能，2004；石发勇，2005；张

磊，2005；何艳玲，2005；冯仕政，2006；佟新，2006；陈映芳，2006；
孔雯、彭浩，2004；李怀，2005；李连江、欧博文，1996；赵树凯，

1999，2003，2004，2006；张静，2004；于建嵘，2000，2004，2005，
2006；翁定军，2005；肖唐彪，2003，2004；应星、景军，2000；应

星，2002，2007；郑广怀，2005；冯建华，2008）。有研究表明，近

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快速上升的趋势：1993 年 8709 宗，

1999 年超过 32000 宗，2003 年 60000 宗，2004 年 74000 宗（于建嵘，

2007），2005 年中国百人以上的集体事件 4.7 万起（赵鼎新，2006），
2006 年 15 人以上的群体事件达 8.7 万起（吴忠民，2006）。广东省仅

从 2001 年到 2004 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就从 2358 起增

加到 4008 起（蔡禾，2007）。还有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可能远远高出

以上统计（陈晋胜，2004）。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一个国家在人均 GDP1000 美元至 3000 美

元时是社会冲突的突发期，中国无疑正在进入这一时期。但是这一经

验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频繁的、突显的、甚至以激烈、极端形式表达

的社会冲突与社会因素无关，是一个制度不可为的结果。因为如果简

单的按照这一解释来理解当今中国的现实，那么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

冲突应该呈现出随着 GDP 增长而变化的马蹄形变化，但事实似乎并

非如此。另外，即使 GDP 增长与社会冲突在其他国家存在马蹄形关

系，但是我们与发达国家里的体制差别真的会在中国复制这个过程

吗？我们不否认今天人们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差别正在扩大和多

样化，但是这种由分化产生矛盾会以何种利益表达形式显现出来，是

需要在体制中寻找原因的。 
不可否认，在不断增长的利益抗争行为中，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

为正在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当今社会不平等现象最主

要的受害者，还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在经历了近

30 年的打工历程，农民工正在从一个“沉默”或“失语”的状态觉醒起来。

在笔者 2006 年进行的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企业农民工的

问卷调查中，遭受到利益侵害的农民工占 23.7％，其中有 28.2%的人

通过行政投诉进行利益抗争，有 24.8％的人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利益抗

争。同时，农民工在体制内的低下地位往往迫使他们比其他群体采取

更为激烈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更加引起政府和学者的

关注。例如，自 2000 年至 2004 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因维护自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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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从 2405 起增加到 4008 起，参与人数从 2001
年的 16 万多人次增加到 2005 年的 25 万人次。①2003 年在广东惠州市，

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集体上访、罢工等群体性突发事件占当年突

发事件总数的 85％（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2004）。 
尽管农民工是一个拥有相近乡土背景和相近城市地位的群体，但

它并非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在面对利益侵害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反映

并不一致：有人采取了沉默，有人采取了抗争；有人运用投诉这种体

制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人则采取集体行动这种体制外

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本文试图以企业利益受损农民工为对

象（以下简称农民工），以他们的利益抗争行为为问题，研究其在利

益受损的情况下，什么因素影响他们进行利益抗争？什么因素影响他

们利益抗争行为方式的选择。 
 

二、研究文献与研究假设 
 

㈠心理学视角与研究假设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是马克

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分析工人阶级从“自在

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过程中，强调了“阶级意识”的重要中介作用

（马克思，1867）。达伦多夫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传统，认为仅有资

源分配的不平等并不会自然地导致社会冲突，只有当人们对这种资源

分配制度缺乏认同，或者说制度缺乏“合法性”时，社会冲突才会产生

（达伦多夫，2000）。经典社会学家的这一分析立场在集体行动的心

理学理论中得到体现。集体行动的心理学理论强调集体行动来自于诸

如不满、隔离感、挫折、紧张、认知不协调、相对剥夺感等心理因素，

关注集体行动这样一种“共同行动”背后的“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是
如何形成的。例如特纳的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认为，

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

或共同的愤恨，而这种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某个共同规范的

产生 (Turner,1987)。黄家亮在分析华南 P 县农民面对环境破坏采取集

体行动时就揭示了农民希望讨回“公道”、讨个“说法”的公平感（黄家

亮，2008）.应星通过对西南地区的平县等农村地区农民的集体行动分

                                                        
① 关于广东新时期社会矛盾情况的调查，见 rsj.jiangmen.gov.cn/download/pxk/002.doc， 

200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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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揭示了农民参与群体行动“争一口气”的公平感（应星，2007）。尤

其要指出的是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

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

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

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Gurr, 1970）。总之，集体行动的心理学理论

告诉我们，研究集体行动必须关注不满情绪、怨恨、剥夺感、认知等

因素如何影响人们从不满走向愤怒，并怎样相互影响最终采取行动

的。从集体行动的心理学理论出发，我们可以逻辑的演绎出以下命题：

农民工是否参加利益抗争行为与他们对自身在城市中的经济社会状

况的认知相关。 
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隔离，1 亿多的农民“洗

脚上田”进入城市，成为工人的一分子。但是，这一转变是在城乡二元

结构基本上没有解构的背景下展开的，“农民”的身份、“工人”的职业

使他们成为“农民工”这样一个“矛盾”的阶层。作为农民，他们获得了

进步和发展的机会，可以说，他们比中国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

更加自主，他们通过打工所获取的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之

一。但作为工人，他们似乎比中国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困

惑。因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已经在城市中劳动和生活了近 30 年，“成
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成为城市

运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被有形和无形的制度约束在低

端的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着艰苦、繁重、低收入、无保障的工作，缺

乏获取住房、教育和救助的权利，被排斥在城市政治与社会参与的机

会之外，这种矛盾的地位势必会影响农民工经济社会状况的认知。在

经济上，每个农民工都会比较自身的劳动付出和劳动收入，并依此对

资本的剥削做出评价，形成他们的不公平感。在这里，我们把这种不

公平感称之为绝对剥夺感。由此，我们得出经验假设 1： 
农民工的绝对剥夺感越强，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越高。 
相对剥夺感是剥夺感研究中的重要分析概念，一般来讲，相对剥

夺感有两个比较维度，一是与参照群体比较而得出的主观感受，二是

与自身主观期望或历史状况比较得出的主观感受。斯塔克（转引自朱

宇，2004）在分析移民行为时指出，尽管迁移者在新移入社区中的地

位比较低下，但是只要他们以原社区为参照群体，他们现在的状况有

助于改善他们在原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他们就会保持迁移。我们以斯

塔克的社会地位纵向比较为相对剥夺感的分析工具，那么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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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民工今天在城市中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存在严重的不公平，劳

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但只要农民工以打工前的社会地位为参照系，

就可能在自我社会地位的纵向比较时给出正面评价。关于这一点，李

培林等学者（李培林、李炜，2007）已经发现农民工的客观遭遇状况

与他们自身主观感受之间存在差异的现象。事实上，农民工进城务工

之前经历和体验的巨大城乡差别也会弱化他们在进城务工中的剥夺

感。以农民工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为相对剥夺感的指标，我们可以

得出经验假设 2： 
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越高。 
显然，绝对剥夺感与相对剥夺感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而从以上

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经验假设 3： 
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其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影响大过绝对剥

夺感对其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影响。 
尽管我们假设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有重要影响，

但是不可否认，相对剥夺感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感性层面的认知。在前

面我们曾指出，经典社会学家都注意到理性认知对行动者行为的重要

影响。同样，在农民工利益抗争问题上，农民工对法律赋予自己权益

的认知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对劳动法在劳动者的就业、工资、保障

和工作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利认知，因为只有这种认知才会给他们一个

权益获得是否公平的理性评价基础。已有学者指出，仅仅有利益失衡，

但缺乏利益意识或无法形成不公正感，就不会产生集体行动（于建嵘，

2000；应星，2007；刘能，2004）。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法制的不健

全和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使他们的抗争往往是建立在以“情”和
“理”为基础的感性层面。随着近年来劳动法规的健全，农民工的法律

意识也在逐步提高，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公民的利益抗争行为正从“依
法抗争”（李连江、欧博文，1996）的阶段向“以法抗争”（于建嵘，2003）
阶段转变。当然，这种法律意识在农民工中是参差不齐的，因此农民

工以法抗争的能力也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经验假设 4： 
农民工的劳动法规认知水平对其参加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劳动

法的认知水平越高，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越高。 
 

㈡资源动员视角与理论假设 
资源动员理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它

强调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是理性的行动者，并非非理性的情感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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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集体行动定义为一种理性的组织，有能力从周围环境中收集资

源，以便达到目标。资源在行动的发起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赵

鼎新，2006：183），而在资源动员过程中，网络具有重要作用。网络

可以起到沟通的功能，可以传递信息，协助认知解放(cognnitive 
liberation) 的 出 现 ， 提 供 “ 团 结 诱 因 ”(solidarity incentive) 
(McAdam,1982)。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网络是资源的载体，拥有

网络意味着可以帮助行动者从网络关系中获取实现目标的资源。总

之，资源动员理论强调了集体行动的兴起与外在资源环境（包括利益、

传媒、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员等）的关系（赵鼎新，2005）。鉴此而提

示我们，要关注作为理性行动者的农民工，要认识到农民工在决定是

否参与集体行动的时候，除了受到不满情绪和怨恨等心理因素影响

外，还受到其资源动员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则可以逻辑的演绎出以

下命题：农民工是否参加过利益抗争行为与他们的网络资源动员能力

相关。 
时下中国处在一个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体制的不完善，法律

的不健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使农民工在就业、生活、家庭、保

障等各方面仍然面临着信息不畅通、正式渠道不多或不通、甚至被歧

视和不平等。由于缺少制度化的、正式的组织安排来帮助农民工迅速

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因此求助于社会网络成为他们应对城市生活

的主要策略。近年来，诸多有关农民工求职、升迁等研究都证明了网

络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李培林，1996；李强，1999；刘林平，2001；
赵延东,王奋宇，2002；翟学伟，2003）。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民

工“非市民”的歧视性地位使他们在遭遇利益损害时，往往缺乏体制内

的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而在强大的资本面前，他们以个体形式展开

的利益诉求又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加之我国劳动权益和公民权益保护

法规的不健全，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常常还会遭至某些企业的报复

或地方政府的打压。因此 依靠网络来收集信息、获取资源、集体决

策、共担风险，就有可能成为农民工进行利益抗争的策略选择。 
网络分析可以从规模和性质两个角度展开。网络规模是指构成网

络的关系数量，逻辑上讲，网络规模越大，从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资源

动员能力可能越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经验假设 5： 
农民工在打工地的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

度越高。 
网络是由不同性质的关系组成的。关系的性质不同，资源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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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就可能不同，关系拥有者的行动策略也就可能不一样。格兰若维

特（1973）与边燕杰（1998）关于求职中的弱关系作用和强关系作用

之争就揭示了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不同性质关系的功能差异性。在改革

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民是一个祖祖辈辈居住在几乎没有什么流动的乡

土社会中的阶级，因此他们有着极强的血缘和地缘的乡土关系网络。

改革开放虽然使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但由于他们“非市民”的身份和

缺乏正式制度的支持，在就业、居住、寻求社会支持方面仍然依赖于

乡土关系，导致在许多企业、行业和社区里形成“同乡聚集”的现象。

而且，农民工“候鸟”式的打工生涯和极高的职业流动性使他们难以形

成跨越血缘、地缘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稳定的阶级关系（这种

关系恰恰是发达工业国家工人抗争行为的基础）。所以，裴宜理在分

析旧中国工人运动时就曾经指出，那些曾被认为是工人行动障碍的同

乡忠诚、性别、行会、帮会等因素，恰恰是上海工人得以进行罢工行

动的基础。也就是说，在中国，地缘政治虽然在不同首属关系的工人

中形成人为的壁垒，但也为工人的集体行动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基础

（裴宜理，2001）。如果裴宜理的分析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话，那么我

们借此可以得出经验假设 6： 
农民工在企业中的地缘关系越紧密，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越

高。 
 

㈢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与理论假设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宏观的分析立场。基茨切尔

特（Kitschelt）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开放程

度及其对社会运动所带来的限制与助益(Kitschelt,1986:71)。何明修将

政治机会机构概括为一组以国家组织为中心，对集体行动者形成一定

程度的限制与可能性的变项，它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集体行动动员的

成本（何明修，2005：116）。也就是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提醒我们

关注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能改变人们集体行动参与度的正

式制度安排，强调一个集体行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取决于制度赋

予的机会多寡。 
西方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把视角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上，关注政治民主和公民社会发展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这一关注对于

解释我们国家近十几年来集体行动为什么上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

是，这一关注无力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政治制度和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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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机会条件下，面对利益受损，有些农民工采取了抗争，有些农民

工则采取了“沉默”。我们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正式

制度安排对行为的影响。其实，任何制度，无论是宏观制度还是中观、

微观制度，对于置于其中的行动者来讲，都是行动机会的规则。对于

农民工来讲，企业的制度安排同样是制约他们在企业内部开展利益诉

求的机会结构。由此我们可以逻辑的演绎出以下命题：农民工是否参

加过集体行动与他们所在企业的制度安排相关。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无论在就业、工资、社会保障等各个方

面都没有正式的制度保障，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机会来表达或

保障自己的利益。随着劳动法等相关法规的完善，尤其是劳动合同制

度的建立，使企业的劳资关系变得相对稳定，为解决农民工与企业之

间的劳资纠纷提供了内部协商的政治机会。也就是说，在没有劳动法

的时候，农民工即使利益受损，也无法在企业内与企业主“以据力争”，
因此不得不在企业外部寻求利益抗争。但是，当企业与农民工签订了

劳动合同后，一旦遇到利益受损，农民工就有机会根据合同“以据力

争”，这就有可能提高企业内部解决劳资纠纷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

得出经验假设 7： 
与企业签订有合同的农民工有机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劳动纠纷，

因此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可能性会下降。 
我国现阶段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

社会，不同所有制企业与国家体制的联系存在差别。一般来讲，公有

制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紧密，企业内党政工团等各种正式组织较为齐

备。从组织设计上来讲，这些组织都承担有代表劳工利益，调节劳动

关系的职能，加上他们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公有企业在解决劳动纠纷

时，有更完备的组织内资源动员能力和强大的外部意识形态压力。因

此，公有制企业在为农民工开展利益协商和谈判方面有更多的制度安

排，大量的劳资纠纷有可能通过企业内部的协商或劳资谈判得到解

决，从而大大减少通过外部投诉和群体性事件的抗争方式来表达利益

诉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经验假设 8： 
公有企业有更多的内部组织调节劳动关系，因此农民工参加利益

抗争行为的程度要低于非公企业的农民工。 
近年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时，提出了“工厂宿舍制度”

的观点（任焰、潘毅，2006）。他们认为，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集

体宿舍制度是资本为了控制工人，加强工厂管制，有助于超时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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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资本利益的手段。但研究者同时也指出，工厂宿舍制度为工人提

供了互动和信息交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工人集体怨恨和集体意

识的形成。从政治机会结构的立场来看，集体宿舍制度提供了与分散

居住制度不同的利益表达的政治机会，因为那些常年共同居住的农民

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交换对企业管理和劳动权益的看法，

交流和比较各自从不同渠道获取的其他企业的状况，更容易形成剥夺

感和利益抗争的共同意识，甚至更容易从中产生引领利益抗争行为的

非正式权威。藉此，从宿舍制度的机会结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出

经验假设 9： 
企业宿舍制度对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居住在企业集体

宿中的农民工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要高过其他居住形式的农民

工。 
以上三种理论的分析立场和研究假设可以通过表 1 呈现出来（见

表 1）。 
 

表 1  三种理论视角和假设的综合 

理论视角 关注的问题 经验假设 

心理学 

理  论 

怨恨、不满、剥

夺感、意识对集

体行动的影响 

假设 1：农民工的绝对剥夺感越强，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

度越高。 

假设 2：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

度越高。 

假设 3：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其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影响

大过绝对剥夺感对其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影响。 

假设 4：农民工的劳动法规认知水平对其参加利益抗争行为

有影响，劳动法认知水平越高，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越

高。 

资源动员

理    论 

网络对集体 

行动的影响 

假设 5：农民工在打工地的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参加利益

抗争行为的程度越高。 

假设 6：企业中的地缘关系紧密农民工，参加利益抗争行为

的程度越高。 

 

政治机会

结构理论 

制度对集体 

行动的影响 

假设 7：与企业签订有合同的农民工有机会通过内部协商解

决劳动纠纷，因此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可能性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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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8：公有企业有更多的内部组织调节劳动关系，因此农

民工参加利益抗争行为为的程度要低于非公企业的农民工。 

假设 9：居住在企业集体宿舍中的农民工参加利益抗争行为

的程度要高过其他居住形式的农民工。 

 
显然，这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认识农民工的利益抗

争行为提供了帮助。但是每一个理论的解释优势往往也是它的局限所

在，因为影响利益抗争的因素不是惟一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的。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做出一个综合的解

释是本文所追求的目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追求建立一个具有普

遍性的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的解释模型，因为影响抗争行为产生和发

展的各个因素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非历史性、非文化性、非地域性的

一成不变的联系。本文只希望能在分析农民工的认知水平、网络资源、

劳企关系和政企关系的制度化联系基础上，揭示出那些影响农民工利

益抗争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状。 
 

三、变量与测量 
㈠因变量 
本文以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为分析对象,而农民工的

利益抗争行为可以分为投诉和集体行动两大类：前者是指利益受损农

民工通过向诸如劳动局、当地政府、公安司法机构、卫生部门、信访

办、工会、妇联反映问题进行利益诉求；后者是指利益受损农民工通

过诸如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等形式进行利益诉求。前者

是透过制度化表达展开的体制内抗争,后者是透过非制度化表达展开

的体制外抗争。因此我们的因变量包括以下 3 个。 
⒈是否参加投诉 
我们测量的问题是：“如果你有过权益(如工资待遇、劳动保护等)

受到侵害的经历，是否向有关部门投诉过（如劳动局、当地政府、公

安司法机构、卫生部门、信访办、工会、妇联等）？”是=1，否=0。 
⒉是否参加集体行动 
我们测量的问题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你是否参加过以下群

体活动（如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等）？”是=1，否=0。 
⒊是否参加利益抗争行为 
由以上两个因变量的测量，我们可以将利益受损农民工区分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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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过利益抗争行为（无论参加投诉还是集体行动，只要参加其中一种

就属于有利益抗争行为）和没有参加过集体行动两种，有=1，没有=0。 
 

㈡自变量 
⒈心理变量 
⑴绝对剥夺感。 
我们用以下 3 个问题来测量：你是否有以下感受,“我受到了老板

的剥削”,“这个社会很不公平”,“我的收入并没有体现出我的劳动价

值”。其回答的赋值为：“从来没有”=0，“偶尔有”=1，“经常有”=2，“总
是有”=3；然后对 3 个问题的回答进行因子分析，形成“绝对剥夺感”
因子（连续变量），因子值越大意味着绝对剥夺感越强。 

⑵相对剥夺感。 
我们测量的问题是：“与在家乡相比，进城打工后您觉得自己现在

的社会地位如何？”认为：有提高=1，没有提高或下降=0。 
⑶法律认知水平。 
我们测量的问题是：“您是否了解劳动法？”完全不知道＝1，不熟

悉＝2，一般＝3，比较熟悉＝4，很熟悉＝5。 
⒉网络的资源动员能力变量 
⑴网络规模。我们测量的问题是；“在现在打工的地方你有几个好

朋友？。” 
⑵地缘关系的紧密程度。我们测量的问题是：你是否参加了企业

同乡会？是＝1，否＝0。 
⒊机会结构变量 
⑴居住模式。 
企业集体宿舍＝1，非企业集中宿舍＝0。 
⑵是否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是＝1，否＝0。 
⑶企业所有制。 
公有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1，非公有企业（包括外资和私营）

=0。 
⒋人口特征变量 
⑴性别。 
男＝1，女＝0。 
⑵年龄（连续变量）。 
⑶教育程度（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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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及以下＝6，初中＝9，高中和中专职高＝12，大专＝15。 
 

㈢变量分布 
 
表 2                变量值的分布（N＝730） 

变量名 变量值的分布 

因变量 1（频数/百分比） 0（频数/百分比） 

是否有利益抗争行为（否=0） 319(43.9%) 407(56.1%) 

是否参加投诉（是=1，否=0） 205(28.2%) 521(71.8%) 

是否参加集体行动 

（是=1，否=0） 

181(24.8%) 549(75.2%) 

 

自变量（类别变量）  

性别（男=1，女=0） 467(64.0%) 263（36.0%） 

企业所有制 

（公有制=1，非公有制=0） 

78(11.4%) 606(88.6%) 

居住模式（企业集体宿舍=1，

其他居住模式=0） 

416(57.0%) 314(43.0%) 

是否签订合同（是=1，否=0） 301(41.2%) 429(58.8%) 

地缘关系的紧密程度 

（参加企业同乡会=1，否=0） 

30(4.1%) 699(95.9%) 

自变量（连续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 28.0 8.03 

教育程度 9.43 2.29 

劳动法认知水平 2.48 0.87 

打工地朋友数量 7.02 10.36 

绝对剥夺感 0.85 0.53 

 
㈣样本 
本文数据来自于笔者承担的（200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

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问卷调查资料。该项调查在

珠江三角洲 9 个地级市地区展开，按配额抽样的办法获取样本。其具

体办法是先按 2500 个样本设计初始调查规模，按 2005 年广东人口统

计中 9 个城市外来人口（含省内跨县和外省）比例分配样本量。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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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城市按比例分配的样本数太少，如肇庆只有 25 个样本数，为了

保证各城市的样本具有统计意义，我们将少于 200 个样本的城市样本

数量增加至 200，但多于 200 个样本数的城市保持样本数不变。这样

我们得出各个城市最终的样本量，结果如表 3。 
 
表 3     珠三角 9 城市外来人口分布和样本比例      （单位：人） 

 外来人口 初始样本量 最终样本量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广州 3312887 17.0 420 16.8 420 13.5 

深圳 5848539 30.0 750 30.0 750 24.2 

珠海 581476 3.0 75 3.0 200 6.5 

佛山 2206538 11.3 280 11.2 280 9.0 

江门 649831 3.3 83 3.3 200 6.5 

肇庆 186533 1.0 25 1.0 200 6.5 

惠州 913038 4.7 117 4.7 200 6.5 

东莞 4922608 25.3 650 26.0 650 21.0 

中山 863109 4.4 110 4.4 200 6.5 

合计 19484559 100.0 2500 100.0 3100 100.2 

 
然后，我们通过“拦截”和“滚雪球”的方法获取被访对象。考虑到

广东地区语言的多样性，访问员均来自于家庭居住在这 9 个地区的大

学生。调查于 2006 年 7-8 月正式展开，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3086 份（指

企业就业农民工，不包含非正式就业农民工）。在这 3086 份样本中，

共有 23.7％的农民工（730 位）表示有过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经历，

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我们的分析仅以这 730 份样本为基础。样本的

基本情况见表 4。 
 
表 4                样本基本情况 

选项 频数（％） 

性别 男性 467（64.0％），女性 263（36％） 

年龄 

 

26 岁及以下 379（51.9％），27－30 岁 108（14.8％），31－35 岁 112（15.3％），

36－40 岁 71（9.7%）,41－45 岁 38（5.2％），45—50 岁 15（2.1％），50 岁以上

7（1.0%），平均年龄：2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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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46（20.0％），初中 356（48.8％），高中 117（16.0％），中专或技校

89（12.2），大专 22（3.0％） 

婚姻状况 未婚 366（50.1％），丧偶 2（0.3％），离婚 11（1.5％），已婚 351（48.1％） 

企业性质 

 

私营个体企业 442（64.6%），外资企业 164（24.0％），集体企业 14（2.0％），国

有企业 64（9.4％） 

城市分布 

 

广州 88（12.1％），深圳 169（23.2％），珠海 54（7.4％），佛山 81（11.1％），肇

庆(四会、高要、鼎湖、端州)38（5.2％），东莞 166（22.7％），惠州(惠城、惠东、

惠阳、博罗)45（6.2％），中山 39（5.3％），江门 50（6.8％） 

 
四、农民工是否有过利益抗争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研究中，无论是参加投诉还是参加集体行动，都作为“有利益

抗争行为”，它反映的是农民工整体上的利益抗争状况（见表 5）。 
                  
表 5       利益抗争行为的影响因素（Logistic Regression） 

有利益抗争行为  VS  无行为  

B EXP(B) 

年龄 -.001 .999 

性别（女＝0） .105 1.110 

人口变量 

 

 教育程度 .018 1.018 

劳动法认知水平 .363** 1.438 

相对剥夺感 -.355* .701 

心理变量 

 

绝对剥夺感 .032 1.032 

打工地朋友数量 .022* 1.022 网络资源 

动员能力变量 参加企业同乡会（没有＝0） .441 1.554 

居住模式（单独居住＝0） .392** 1.479 

劳动合同（没有＝0） -.200 .819 

机会结构变量 

 

企业性质（非公有＝0） -.264 .768 

常数 -1.513** 

N 473 

Chi-square 24.99 

-2 Log likelihood 623.34 

Nagelkerke R Square 0.069 

注：***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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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以看到，年龄、性别、教育这些人口特征对利益受损农

民工是否参加利益抗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心理变量中，相对剥

夺感和劳动法认知水平有明显影响，B 值分别为-0.355 和 0.363，说明

有相对剥夺感的农民工参与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越高；劳动法认知水

平越高，农民工参与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越高。农民工的绝对剥夺感

与参与利益抗争行为的关系虽然呈正相关，但是没有显著性。这说明

在解释农民工是否参加利益抗争行为时，相对剥夺感比绝对剥夺感有

更显著的解释力。假设 2 和假设 3 得到证明，假设 1 没有通过检验。 
在网络资源动员变量中，我们运用了农民工在打工地的朋友数量

和农民工是否参加企业同乡会 2 个指标，前者是一个网络规模指标，

后者是一个网络性质指标；前者反映了农民工在整个社会的网络资

源，后者反映了农民工在企业中的地缘网络紧密程度。结果可以看到，

网络规模对农民工参加利益抗争行为有正向影响，即在打工地的朋友

越多，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越高。农民工是否参加企业同乡会对

参加利益抗争行为虽然也显示出相关，但是没有通过检验。假设 5 得

到证明，假设 6 没有通过检验。 
在机会结构变量中，宿舍模式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利益抗争行为有

显著影响，居住在企业集体宿舍中的农民工比其他居住方式的农民工

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要高，假设 9 得到证明。农民工与企业是否

签订合同和企业所有制性质 2 个指标与农民工是否参加利益抗争行为

虽然呈负相关，即有合同的农民工会降低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

公有企业农民工参加利益抗争行为的程度会下降，与我们的假设相

符，但是显著性不高，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假设 6 和假设 7 没有得到证

明。 
 

五、不同利益抗争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可以分为投诉和集

体行动两种方式，我们将有无投诉和有无集体行动做一个交互分类，

可以得出4种类型利益抗争方式：无任何利益抗争行为，仅有投诉行

为，仅有集体行动，既有投诉又有集体行动。样本的分布见表6。 
                   

表6      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方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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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参加集体行动  

没有参加集体行动 有参加集体行动 

合 计 

没有投诉 40

（56.1%） 

114 

（15.7%） 

52 

（71.8%） 

是否投诉 

有投诉 138

（19.0%） 

67 

（9.2%） 

205

（28.2%） 

合计 545

（75.1%） 

181 

（24.9%） 

726

（100.0%） 

 
表6是整体上分析影响农民工有无利益抗争行为的因素，现在我

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农民工运用不同的利益抗争

方式？或者说，哪些人更倾向投诉？哪些人更倾向集体行动？哪些人

既投诉又集体行动？ 
 

表 7      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有投诉无集体行动 

VS 

无投诉和无行动 

有集体行动无投诉  

VS 

无投诉和无行动 

既投诉又集体行动    

VS 

无投诉和无集体行动 

年龄 0.0273 -0.00869 -0.0635** 

性别（女＝0） 0.195 0.0664 -0.0903 

人口变量 

 

 

 

教育程度 0.101* -0.0751 -0.0188 

劳动法认知水平 0.337** 0.512*** 0.0995 

相对剥夺感 -0.485* -0.684** 0.452 

心理变量 

 

 绝对剥夺感 -0.102 0.195 0.159 

打工地朋友数量 0.0261* 0.00192 0.0363** 网络资源动

员能力变量 

 

参加企业同乡会 

（没有＝0） 

0.890* -36.09 0.807 

居住模式 

（单独居住＝0） 

0.342 0.524* 0.127 机会结构变

量 

 

 

劳动合同 

（没有＝0） 

0.0695 0.113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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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 

（非公有＝0） 

-0.0925 -0.42 -0.566 

常数 -4.027*** -1.777* -0.26 

Pseudo R2 0.0751 

DF 11 

-2Log likelihood 1057.61 

注：*** p<0.01, ** p<0.05, * p<0.1 

 
从表7可以看到，在不同类型的农民工中，影响因素呈现出差别。 
第一，年龄在表5的有无利益抗争行为的整体分析中没有呈现出

显著性影响，但在表7的分类分析中显示出影响，年龄越轻的农民工

越倾向于既投诉又集体行动。在仅有投诉和仅有集体行动的两类农民

工中，其相关性没有通过检验，但相关性方向的差别值得思考，表现

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倾向于投诉，而年龄越轻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集

体行动。 
第二，教育程度在表5的有无利益抗争行为的整体分析中没有呈

现出显著性影响，但在那些仅投诉的农民工中显现出显著性影响，教

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投诉。在仅集体行动和既投诉又集体行

动的两类农民工中，相关性则呈负值，即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不

采取这两种利益抗争方式，但是没能通过统计检验。 
第三，在仅有投诉和仅有集体行动两类农民工中，劳动法认知水

平和相对剥夺感保持了与表5一致的影响，即劳动法认知水平越高的

农民工，有相对剥夺感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采用某一种方式表达利益

诉求，而不是既投诉又集体行动。 
第四，农民工在打工地的朋友数量对仅有集体行动的农民工有正

向影响，其影响方向与表5一致，即在打工地的朋友越多，参加利益

抗争行为的程度越高。但在其他两类利益抗争方式的农民工中没有发

现显著影响。 
第五，是否签订合同在表5的有无利益抗争行为的整体分析中没

有呈现出显著性影响，但在既投诉又集体行动的农民工中则呈现出显

著性影响，没有签订合同的农民工既投诉又集体性动的概率增加，但

对其他两类利益抗争方式的农民工没有显著性影响。 
第六，是否居住企业集体宿舍在仅有集体行动的农民工中保持了

与表5的一致的影响，即居住在企业集体宿舍中的农民工参加集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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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概率增加，但在其他两类利益抗争方式的农民工中没有显著性影

响。 
不难看出，心理因素（劳动法认知水平、相对剥夺感）对投诉和

集体行动都有影响，但是在只有投诉的农民工那里，表现出教育程度

和网络的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网络资源动员能力越强（打工地朋友

数量，参加企业同乡会）的农民工，越倾向参加投诉。在只有集体行

动的农民工那里，表现出机会结构的影响，即居住在企业集体宿舍的

农民工倾向于参加集体行动，没有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倾向于既参加投

诉又参加集体行动。投诉和集体行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别与我国现

行的制度安排相关。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法制也在不断完善，民主也在不断

发展。例如我国的宪法明确确立了公民游行、结社的自由，但在制度

实践过程中，这些权利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因此不同的利益抗争方式

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地位。投诉是一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渠道，但它往

往是一个花钱费时的漫长的等待过程。花钱是指为解决劳资纠纷而付

出的误工费、车旅费、律师费等；费时是指劳动纠纷首先要经过仲裁，

仲裁不服的才可以进入审判程序。但由于农民工在发生利益纠纷后往

往被原雇主解聘而急于寻找一份新的工作维生，而极为低下的收入决

定了他们承受不起投诉的经济代价，所以他们往往无法等待这一过程

的完成而放弃诉求。另外，投诉往往也是一个与“官”打交道的“说理”
过程，但在大多数农民工心里都存在对“官府衙门”的畏惧，而农民工

又缺乏有组织的利益表达。不难想象，在这种状况下，借助于网络资

源来增强自身的体制内利益抗争能力，缩小投诉带来的经济代价是农

民工的理性选择，这在表6的结果中得以呈现。此外，教育程度与理

性化程度呈相关性，而选择体制内投诉方式是一种更趋制度理性的行

为，因此教育程度在表7也显示出显著性影响。 
集体行动作为一种体制外的抗争，往往是投诉无果而导致的后

果，因而其行动重在制造社会影响和情绪宣泄，缺乏组织性、持续性，

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聚合性。所以集体行动的形成往往有一个布鲁默

提出的循环反应过程，即经历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等三个

阶段（Blumer,1946:170-177）。显然，企业集体宿舍提供了这一空间，

因为工人们朝夕相处使他们更容易相互感染，滋生集体情绪，形成集

体意识，产生集体压力。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集体行动都是投诉无果而导致的。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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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纠纷，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都是以文本合同为基础的。①这意

味着那些没有与企业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即使运用体制内投诉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无法获得成功，这大大加剧了他们进一步选

择较为激烈的集体行动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表 7 呈现的结果可以看到，

没有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倾向于既投诉又参加集体行动。 
 

六、问题的再思考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队伍也在发生变化，1980年代后（以

下简称80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对他们

的父辈而言，这一代农民工具有鲜明的特征。我们的调查显示，1980
年代前的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更多的表现为赚钱或寻求赚钱门路，

而80后的农民工更多将外出务工作为职业规划，寻求长远发展，闯世

界、早就业、长见识、学技术是外出的主要动机；80后的农民工有1/3
以上的人已经认为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农民，而他们的父辈仍然有80%
的人保持着农民身份的认同；80后农民工有更高的法律认知水平，但

却没有他们父辈对社会地位变化的敏感，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经历过计

划经济时代的乡村贫困，许多人甚至从小就在城市成长，因此他们对

农民工在城市中经济社会状况有更强烈的剥夺感。所有这些代际差异

特征决定了新一代的农民工在遭遇到利益侵害的时候，可能比他们的

父辈有更强烈的利益抗争冲动和更持久的利益抗争行为，这一点从表

7的年龄与既投诉又集体行动的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出。因此，随着新

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发生的频

率必然会增长，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态度。当然，

我们从表7中的教育程度与投诉的相关性中也可以看到，随着新一代

农民工教育程度的增长，他们选择体制内利益抗争方式的可能性也会

增加。但是这一自我约束只能建立在投诉有效的基础上，否则他们就

可能转向集体行动，且既投诉又集体行动。当然，从社会学的观点来

看，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序和谐，不是以这个社会有没有矛盾和冲突

为标准，而是能否将矛盾和冲突纳入到体制内的途径来解决。对于本

文所研究的问题来讲，就是如何能使农民工在遭受利益侵害时能够通

过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① 2008 年新合同法颁布前是如此，我们的数据来自于 2006 年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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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利益诉求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建设和完善利益纠纷调节机制方面进

行了大量的探索，建立了法律诉讼和行政调节两套利益调节机制。但

是我们发现，农民工在遭遇利益侵害时基本上不会选择法律诉讼，而

是倾向于行政调节。这是因为，相对于行政调节，法律诉讼更费钱，

更花时间，更注重程序公正，需要严谨的举证，再加上传统的“清官”
思想和法律意识的不足，农民工往往在法律诉讼面前“知难而退”。但

是，当大量原本应该通过法律形式解决的利益纠纷转向行政部门时，

行政调节在市场经济下的局限就显现出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垄

断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全部资源，并以行政权力分配资源，因此国家具

有运用行政权力和动员全部资源解决利益纠纷的能力。但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国家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利益纠纷和动员政府资源直接解

决利益纠纷的“合法性”和能力都在下降，而且行政调节在法律上也不

具有最终裁定的性质。不断增长的行政诉求与有限的行政调节能力之

间必然会产生紧张，导致行使行政调节权力的部门按照科层制的原则

来有选择的处理行政诉求，一是上级领导督办的问题优先解决，二是

已经或有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优先解决。虽然这样做确实使

一部分问题得到解决，政府为老百姓办了实事，但它同时也可能误导

出以下信息，“不认识大官办不成事情”，“不把事情闹大办不成事情”，
政府的公正性在实践公正的过程中反而被异化了，甚至还诱发了越来

越多的利益诉求者在“只有把事情搞大才能解决问题”的误导下把利益

矛盾一步一步推向极端。当我们在调查中进一步询问农民工，“你是否

愿意参加诸如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时，达到

50%的人表示“愿意”。 
因此，要减少农民工采取体制外的利益抗争，将利益诉求引导到

体制内的渠道就必须降低体制内利益诉求的成本。从资源动员的角度

来讲，意味着要建立一套利益诉求的资源保障制度，使农民工不仅有

渠道诉求，而且有资源能够承受诉求的代价。这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是加快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国家援

助体系，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发展利益诉求的民间援助体系。其

次加快法律建设，应该针对不同类别的利益纠纷，分门别类的完善法

律法规；尤其是针对那些侵权明显、数额不大的劳资关系纠纷，应该

简化诉求程序；对于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利益诉求，应该建立专门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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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 
 

㈡利益诉求能力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们国家的各种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在不断

完善，但总体上看，在政府、资本、劳工三者关系上，是一个强政府、

强资本、弱劳工的状态，而农民工更是处在弱中之弱。这种弱不仅是

在财富分配中的弱，也是在利益受损时，体制内利益诉求能力的弱。

在计划经济时代，利益分化首先是建立在单位的科层地位上的，利益

的获取能力取决于下级与上级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而个人与单位之

间的依赖——庇护关系形成了“有问题在单位”解决的利益诉求方式，

在这种体制下，诸多社会问题转化为单位问题，缓冲了国家与个人之

间的矛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分化首先是建立在诸如劳动力、资

金、技术、管理经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占有地位上，利益的获取

能力取决于不同生产要素占有者之间的博弈能力。另一方面，市场经

济解构了企业的单位体制，但社会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化的农民

工利益诉求机制，农民工往往只能以个体的能力进入体制内的利益诉

求过程。然而，相对于资本或权力，单个农民工是不具备实现平等对

话和博弈的能力的。我们常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是公

平执法，在一般意义上讲，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当进入市场的社会

成员或群体，在相互对话、沟通、讨价还价、利益博弈之间存在巨大

的能量差别的时候，无论政府如何公平执法，结果可能都是不公平的。

例如，我们在关于农民工的调查中遇到一个明知自己扣发辞职工人工

资的行为违法，但仍然坚持要打官司的私营企业主，当我们请他解释

为什么不执行行政仲裁还要打官司时，他的回答是“我拖也要拖死他

们”。因为他知道工人急于找到新的工作谋生，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打官

司，因此而持强凌弱并蔑视有关法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便不难

发现，大量的、显而易见的以权压人、以钱压人、以势压人的不公平

现象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如此“凌弱”的逻辑。而当一个社会里，如果人

们只能以个体的身份进行利益诉求时，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也

就消失了，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利益诉求的对象直接指向政府，

寻求政府行政干预和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工人要讨工资不去围厂房而

是围政府的缘由之一。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消失后，社会成

员就会陷入“原子化”的境地；而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里，大量在个

体层面积聚起来的“怨气”必然会以极端的手段来表达，形成大量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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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组织的集体行动事件。 
显然，农民工有组织的利益表达是增强利益谈判能力、实现有序

诉求的关键。我们的研究发现了网络等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而且这种

网络通常是建立在同乡会这类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这种以地缘关系为

基础的非正式组织虽然对农民工的体制内利益诉求有积极贡献，但对

我们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利益协调体制而言，如果它的影响不能调控

在一定范围，就可能失去政府的主导性。要实现政府主导的利益协调

体制，就必须发挥正式组织在农民工利益诉求中的作用，尤其是工会

组织的作用。从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会无疑应该是现代

社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主要组织形式，然而当今中国的现实没有

突显出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改革现行的工会组织体制，使他们

从企业组织内部的劳资利益纠纷的协调者角色转变为独立于企业的

劳动者利益代表者角色，这是提高农民工利益诉求地位，有效维护和

保障农民工利益，减少利益诉求方面非制度化表达的关键。同时，由

于农民工问题的特殊性，在工会组织内部（包括劳动管理部门）设立

专门的农民工维权部门也是十分必要的。 
 

㈢劳动关系的制度化 
30年来，与劳动关系相关的各种制度在不断完善，例如劳动合同

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不仅有效的保障了劳动者的个人利

益，重要的是它还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利益诉求行为，从而对社会治

理产生影响。因为劳动关系的制度化，不仅能在劳动纠纷发生时有“法”
可依，还能降低劳资双方只从眼前或短期角度考虑问题的可能，这就

会大大提高解决问题的理性化程度。因此，加快劳动关系的制度化建

设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所说的制度不只是合同制度，而是应该围绕劳

动就业、劳动工资、劳动环境、劳动保障、劳动福利等各种劳动权益

开展的制度建设，或者说，应该从制度上将更多的劳动权益内容纳入

现有的劳动合同建设中。制度建设或合同越具体或越细致，双方关系

的利益关联度就越高，违约的代价也越大，从而使关系双方都愿意从

理性和长远的角度考虑利益纠纷。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克服

现在企业劳动合同格式化的现象，因为格式化的合同容易产生企业的

“霸王合同”；其次，应该克服现在企业劳动合同往往只是简单陈述劳

动法的基本权利的陋弊，实现在双方协商基础上，能够反映不同企业、

不同行业、不同劳动环境、不同劳动岗位的不同权益的实质性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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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第三，应该加快推进在农民工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领域的

制度建设，这样做不仅能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也能在更范围的领域里

建立起稳定的劳动关系，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企业对农民工人

力资本投资的信心，最终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 
农民工在数量上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因此农民工问题

归根到底是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

因，彻底解决它还尚待时日，但是充分认识农民工问题的特点，科学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在实践上解决问题的前提，本文希望能在

这个方面有所贡献，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加深入的讨论

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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